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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规模扩大的集聚经济效应降低了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成本，因此，城市规

模的扩大可能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进而有益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使用 CGSS调查
及与之匹配的地级市数据，工具变量估计显示，城市规模扩大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

平均而言，城市的人口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0.027—0.04个百分点；就
业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0.036—0.06个百分点。同时，城市规模扩大主
要提高了个人从事“自我雇佣”型创业活动的概率，但没有显著影响个人从事“寻求商业机
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另外，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总体来说，
受过更多教育和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个人，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获得了更多有助于创业的收

益。这意味着，大城市的发展通过繁荣企业家精神，进而有益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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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散，全球经济进入萧条周

期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现已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就业和结构升级压力日趋严峻。在这样
的背景下，繁荣企业家精神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

展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企业家是具有
创业和创新精神的个体，企业家能够发展新的要

素组合、研发新技术、设计新产品和开辟新市场。
经验研究证实，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仅创造了大

量新增工作岗位，增加了就业 〔1〕，而且促进了

“创造性毁坏”的创新型经济增长。 〔2〕 可能正是

缘自以上共识，国务院在 2015 年 3 月提出了“加
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的发展
目标。
同时，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

进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 （2014—2020）》中提出，到 2020 年“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 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差距缩小 2 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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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随着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在城市落户，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必将随之发生

深刻的变化。那么，城市规模分布将会对中国的
企业家精神造成何种影响，如何合理布局城市规

模才有助于繁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便是一个具

有重要政策含义的问题。厘清这个问题，不仅有
助于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布局，提高资源的配置

和使用效率，而且，也有益于繁荣中国的企业家

精神，进而增加就业，促进“创造性破坏”的创
新型经济增长。
鉴于此，本文使用 CGSS 调查数据，对城市规

模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及其异质性进行评估。
以期从繁荣企业家精神的视角，为有关中国城市

规模是否过小或过大的争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并扩展对城市规模影响生产率和就业增长的微观

机制研究。

二、城市规模对创业的影响及其异质
性：文献评述

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城

市化都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在城市中，企业不仅
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所需的技术工人、基础设施服
务和其他的中间投入品，而且，也能更容易地积

累知识，并实践复杂的技术创新，因此，城市是

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
规模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城
市的最优规模是由城市的集聚经济 （Agglomera-

tion） 和拥挤效应（Congestion） 共同决定的。随着
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经济将会得到强化，但拥

挤效应也会提高。其中，集聚经济的来源包括分
享劳动力储备、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匹配性、共享
中间投入品和知识溢出；拥挤效应包括市场竞争

加剧、交通拥挤、工资和地价上涨、环境污染，
等等。因此，城市的经济效率可能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变化。 〔3〕

城市化的集聚经济效应，包括知识溢出、中
间投入品分享和更好的劳动力储备及技能匹配等，

都是促进创业活动的积极因素。使用美国制造业
数据的研究发现，虽然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聚集对

创业活动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新创企业却

更偏好于在有更多小供应商的地区落户。同时，
与工作岗位相匹配的工人数对新企业的进入具有

非常强的解释能力，其与城市和产业固定效应一

起，能够解释新企业进入量变异的 60%—80%。 〔4〕

Delgado 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新企

业的进入，对于具有更高集聚度的产业来说，本

产业新企业的进入和新雇员的增长也会更快。 〔5〕

但是，除去集聚经济的收益，城市规模扩大

还会产生抑制创业活动的拥挤效应，包括：更激

烈的市场竞争、工资和地价上涨、交通拥挤和环
境污染等。因此在理论上，城市规模扩大对创业
活动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使用纽约州的数据发
现，平均而言，每平方公里增加 1000 名工人，企

业新创率将会提高 0.0016，新创企业的雇员会增

长 0.0375 人。 〔6〕 但对意大利大学毕业生创业行

为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大显著地降低了大学

毕业生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毕业生所工作省

份的人口规模每增长 1 万人，毕业生的创业概率

将会降低 0.2—0.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城市规
模扩大加剧了市场竞争和提高了土地价格。 〔7〕 来

自日本的经验证据表明，人口密度显著地促进了

个人的创业意愿，平均而言，人口密度每增长

10%，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口比例将会上升 1%左

右。但是，人口密度对自我雇佣率的正向影响，
却只是在高人口密度和低人口密度的地区才存在，

这种影响在中等密度地区却是负向的。 〔8〕

在微观个体层面，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

概率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异质性。因为，具有不
同个体特征的个人，能够从城市规模扩大的集聚

经济中获取的收益可能是不一样的。首先，知识
溢出和知识交换是集聚经济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

机制，因为，知识溢出不仅促进了潜在企业家的

创业技能，而且提高了潜在企业家识别创业机会

和捕捉创业机会的能力。 〔9〕 但是，知识溢出对创

业活动的影响却与潜在企业家的知识吸收能力有

关①，其中，人力资本是决定知识吸收能力的主要

因素。Abel 等基于美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
城市人口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随着人

① Qian等把知识吸收能力定义为理解新知识、识别新知识的市场价值和运用新知识进行创业的能力。参见 Qian，
H.，Acs，A.J.，“An 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 of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Small Business Economics，vol.
40，no.2（2013），pp.18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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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而上升，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

越高的城市，在技术溢出中获得的收益也相应更

多。 〔10〕 Qian 等以美国大城市数据为样本的研究

发现，总体而言，新知识并未能显著地促进新企

业的创立，但人力资本则显著地促进了新企业的

创立，其中，人力资本提高了吸收能力是其促进

新企业创立的重要原因。因而，有更高人力资本
的个人，可能因为具有更强的知识吸收能力，进

而能够从城市规模扩大的知识溢出效应中习得更

多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 〔11〕

其次，拥有的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的差异，

也可能使得个人从城市规模扩大的集聚经济中获

得不同的收益。因为，社会网络具有重要的信息
收集和资源获取功能，有助于潜在企业家识别创

业机会、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和隐性知识。 〔12〕

由此也可以预期，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个人，也

能够从城市规模扩大的集聚经济中获得更多有助

于创业的相关收益。既有研究间接地印证了以上
预期。Minniti 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以说明通过
与其他企业家间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社会网

络提高了潜在企业家应对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风险的能力。 〔13〕 Breschi 和 Lissoni 使用意大利企

业的专利申请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地理条件并不

是企业获得本地知识溢出的充分条件，享有知识

交换的社会网络才是决定企业能否获得本地知识

溢出的重要因素。 〔14〕

以中国为样本的研究，主要讨论了城市规模

对生产率和就业规模的影响，但城市规模如何以

及是否影响了创业活动，却并未受到关注。Au 和
Henderson 使用 1997 年中国的城市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城市规模对职工人均产出的影响是倒 U 型

的，但中国有 51%—62%的城市规模过小。城市规
模过小造成职工平均产出损失量超过 28%的城市

占 1/4，超过 69%的城市占 1/5，总体而言，城市

规模过小造成的职工平均产出的损失比例高达

30%。 〔15〕 柯善咨和赵曜的研究发现，只有城市

规模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之后，产业结构升级才

能促进生产率增长，但中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城市

规模小于最优规模。 〔16〕 Fu 和 Hong 的研究发现，

平均而言，城市规模扩张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生产

率的增长，但人口规模超过 200 万的城市却具有

更低的企业生产率，意味着这些城市存在显著的

不经济。 〔17〕 陆铭等使用 CHIP 数据进行研究发

现，城市规模每扩大 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

高 0.039—0.041 个百分点，并且，较低技能的劳
动力和较高技能的劳动力从城市规模扩大中得到

了最多的好处。 〔18〕

鉴于此，本文将使用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

数据，评估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

及其异质性。严格地来说，本文可能是首篇系统
评估城市规模扩大影响个人创业概率的文献。这
不仅有助于识别和捕捉城市规模影响生产率和就

业增长的微观机制，而且，也为调和中国的城市

规模是否过小或过大的争论补充了新的证据，并

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合理选择以及繁荣中国的企

业家精神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4 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评估城市规模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在
具体估计时，本文剔除了 CGSS 调查中的直辖市和

自治州样本，并将观测样本的年龄范围界定在劳

动力年龄范围内 （女性年龄介于 16—55 岁之间，
男性年龄介于 16—60 岁之间）。假定个人的创业
概率由如下方程决定：

Pr（创业 ijt=1） =Φ（α1城市规模 it+β'个体特
征 ijt+γ'城市特征it） （1）
其中，下标 i和 j分别表示第 i个城市中的个

人 j，t是年份。被解释变量是衡量个体是否正在
从事创业活动的哑变量。若个人当前正在从事创
业活动，其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本文根据
CGSS对个人工作状况的调查，来确定受访者是否
正在从事创业活动。具体而言，本文把“自己是
老板（或者是合伙人）”“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
业者”这三种就业状态都视为正在从事创业活动。
对于方程右边的解释变量城市规模，本文选

择了 2 个指标来衡量，即，城市的人口规模 （对

数） 和就业规模（对数）。①解释变量城市规模所
对应的回归系数 α1 的符号和显著性，是本文关注
和讨论的重点。若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创业活动，

① 这里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提供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和“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进行了加总，来近
似衡量城市就业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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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预期系数 α1 是显著为正的；反之，若城市规模
扩大抑制了创业活动，那么，系数 α1 应该显著为
负。
借鉴现有文献中的变量选取过程 〔19〕，本文在

可能影响个体创业概率的个体特征向量中纳入了

如下一些受访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是否是男

性的哑变量，其中，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年龄及年龄平方，年龄是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

的周岁年龄；是否是中共党员的哑变量，其中，

中共党员赋值为 1，非中共党员赋值为 0；受教育

程度，以受访者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来衡

量；①是否是城镇户籍的哑变量，其中，城镇户籍

赋值为 1，非城镇户籍（包括了农业户口和城镇蓝

印户口） 赋值为 0；②拥有的社会网络，本文是以

春节期间与受访者家庭互相拜年、交往的人数来
衡量受访者拥有的社会网络，具体估计时取其自

然对数；③收入，以受访者在接受访问之前 1 年的

总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④
在可能影响个体创业概率的城市特征向量中，

本文纳入了城市的金融发展和失业率 2 个变量。
首先，融资约束是制约潜在企业家创业的主要障

碍，但随着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可及性将会提

高，融资成本也会下降，进而可能放松潜在企业

家的融资约束，促进创业。本文是以金融机构人
均贷款额的对数来度量各城市的金融发展，预期

其回归系数为正。其次，失业率也是影响创业活
动的重要变量，因为，更高的失业率意味着个人

在劳动力市场上更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这可能迫

使个人通过从事创业活动来实现就业和自我雇佣。
本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 来衡量各城市的失业

率⑤，预期回归系数为正。
本文使用的各地级市的数据，均摘自相应年

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 1 给出了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本文用于计量检验的微观

① CGSS2010调查中，并未包括受访者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这一信息。本文是根据受访者最高受教育程度近似
推算他们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其中，将最高受教育程度是“私塾”和“小学”的受访者的受教育年数设为 6年，“初中”
受教育年数设为 9年，“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的受教育年数设为 12年，“大学专科”受教育年数设为 15
年，“大学本科”受教育年数设为 16年，“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年数设为 19年。

② CGSS2011调查中，有部分地级市实现了户籍制度改革（例如深圳），不存在城镇户口和非城镇户口的区别，而是统
称为“居民户口”。对于这部分样本，我们都将其视为“城镇户口”。

③ 为了增加样本容量，在具体处理时，社会网络变量是春节期间与受访者家庭相互拜年、交往的人数加 1，再取自然
对数。同时，在 CGSS2010和 CGSS2011调查中，并未包括上述信息，因此，对于这两期调查样本而言，社会网络变量的赋
值默认为缺省。

④ 为了增加样本容量，在具体处理时，收入变量是受访者接受访问前 1年的总收入加 1后再取自然对数。
⑤ 本文是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提供的原始数据，按照公式：各地级市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单位从业人员数+城镇私营和个体工业人员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100%计算而得。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创业

人口规模

就业规模

男性

年龄

中共党员

教育

城镇户籍

社会网络

收入

金融发展

失业率

观测值

13631

184

184

23150

23150

23150

22870

23122

8145

20748

184

184

平均值

0.238

6.084

3.946

0.492

39.460

0.093

8.903

0.441

3.077

3.580

9.557

3.521

标准差

0.426

0.603

1.033

0.500

10.829

0.290

4.023

0.497

1.109

1.241

1.093

1.708

最小值

0

3.942

1.187

0

17

0

0

0

0

0

7.390

0.539

最大值

1

7.110

6.400

1

60

1

24

1

5.771

7

13.068

2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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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共有 13631 位，他们来自 184 个地级市，

平均创业率为 23.8%。其中，女性所占比例为
49.2%，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为 9.3%，有城镇户籍的

比例为 44.1%，最小年龄是 17 周岁，最大年龄是

60 周岁。

四、计量分析及讨论

（一）基本结果

表 2 中报告了回归方程（1） 的 Probit 估计结

果，汇报的数值是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概率系数

（边际效果）。①结果显示，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规
模的增长都显著地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平均

而言，城市的人口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

率便会上升 0.019—0.023 个百分点；城市的就业
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上升

0.028—0.037 个百分点。城市规模扩大之所以提高
了个人的创业概率，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规模扩大

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包括知识溢出、中间投入
品分享和更好的劳动力储备及技能匹配等） 是促

进创业活动的积极因素，降低了潜在企业家的创

业成本。但是，城市规模扩大造成的拥挤效应
（包括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地价和工资上涨、交通
拥挤、环境污染等） 也是抑制创业的因素。因此，
在理论上，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

注：（1）***、**、*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的数值是经过地级市层面聚类修正的标准差；（3）对于连续
变量而言，表中报告的是其在均值处的边际概率系数。

表 2 城市规模对创业的影响：基本结果

人口规模

就业规模

男性

年龄

年龄平方

中共党员

教育

城镇户籍

收入

社会网络

金融发展

失业率

年份哑变量

R2

观测值

（1）

0.019*

（0.011）

0.011

（0.009）

0.033***

（0.003）

-0.0004***

（0.000）

-0.130***

（0.010）

-0.016***

（0.002）

-0.083***

（0.012）

0.057***

（0.008）

-0.031***

（0.006）

0.004

（0.003）

控制

0.08

12520

（2）

0.028**

（0.012）

0.011

（0.009）

0.033***

（0.003）

-0.0004***

（0.000）

-0.127***

（0.009）

-0.015***

（0.002）

-0.086***

（0.011）

0.058***

（0.008）

-0.046***

（0.010）

0.005

（0.003）

控制

0.08

12390

（3）

0.023*

（0.014）

0.022*

（0.013）

0.030***

（0.004）

-0.0004***

（0.000）

-0.137***

（0.013）

-0.016***

（0.002）

-0.091***

（0.017）

0.040***

（0.008）

0.022***

（0.007）

-0.035***

（0.009）

0.003

（0.003）

控制

0.09

5806

（4）

0.037**

（0.017）

0.020*

（0.012）

0.031***

（0.004）

-0.0004***

（0.000）

-0.134***

（0.013）

-0.016***

（0.002）

-0.093***

（0.017）

0.041***

（0.008）

0.020***

（0.007）

-0.056***

（0.015）

0.003

（0.003）

控制

0.09

5765

① 限于篇幅，表 2中并未报告纳入城市规模平方项之后回归方程（1）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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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非线性的。但是，当我们将城市规模变量
的平方项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城市规模及其平方

项的回归系数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

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成立。
回归方程中包括的个人特征变量，都显著地

影响了个人的创业概率。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
的创业概率更高，这主要应归因为男性比女性有

更高的风险偏好。年龄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是
倒 U 型的，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创业概率

先上升后下降，拐点位于 41 周岁左右。可能的解

释是，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积累的有

助于创业的知识、信息、资源也在增加；另一方
面，个人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下降，这又会降低个人的创业概率。当年龄低于
拐点年龄时，年龄增长对个人创业概率的正向影

响大于负向影响，此时个人的创业概率随着年龄

增长而上升；但当年龄超过拐点年龄之后，年龄

增长对个人创业概率的正向影响会小于负向影响，

进而使得个人的创业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

降。①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的创业概率更低，平

注：第一阶段回归报告的是城市规模对 1953年人口规模之自然对数的回归结果，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其余同表 2。

表 3 城市规模对创业的影响：工具变量方法估计

第一阶段回归

1953 年

人口规模

第二阶段回归

人口规模

就业规模

男性

年龄

年龄平方

中共党员

教育

城镇户籍

收入

社会网络

金融发展

失业率

年份哑变量

Wald 检验 P值

观测值

（1）

0.699***

（0.051）

0.027**

（0.013）

0.012

（0.009）

0.033***

（0.003）

-0.0004***

（0.000）

-0.130***

（0.010）

-0.015***

（0.002）

-0.084***

（0.012）

0.056***

（0.008）

-0.032***

（0.006）

0.004

（0.003）

控制

0.25

12498

（2）

0.516***

（0.081）

0.036**

（0.016）

0.012

（0.009）

0.033***

（0.003）

-0.0004***

（0.000）

-0.127***

（0.009）

-0.015***

（0.002）

-0.087***

（0.012）

0.057***

（0.008）

-0.051***

（0.010）

0.005

（0.003）

控制

0.55

12368

（3）

0.668***

（0.056）

0.040**

（0.016）

0.022*

（0.013）

0.030***

（0.004）

-0.0004***

（0.000）

-0.137***

（0.013）

-0.016***

（0.002）

-0.090***

（0.017）

0.039***

（0.008）

0.021***

（0.007）

-0.035***

（0.009）

0.004

（0.003）

控制

0.02

5806

（4）

0.431***

（0.071）

0.060**

（0.024）

0.020*

（0.012）

0.031***

（0.004）

-0.0004***

（0.000）

-0.134***

（0.013）

-0.016***

（0.002）

-0.093***

（0.017）

0.041***

（0.008）

0.019***

（0.007）

-0.070***

（0.016）

0.004

（0.004）

控制

0.22

5765

① 事实上，现实中非常多的例子都表明，许多有创业目标的个人并不会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选择创业，他们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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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而言，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的创业概率低 13

个百分点左右。可能的解释是，中共党员的政治
身份有助于个人在体制内获得满意的工作①，

进而使得个体缺乏从事高风险的创业活动的激

励。 〔20〕 教育显著降低了个人的创业概率，平均

而言，多接受 1 年的学校正规教育，个人的创业

概率便会降低 1.5 个百分点左右。这可能也是因为
教育提高了个人找到满意受雇机会的概率，并因

此降低了其从事高风险创业活动的激励。有城镇
户籍的个人的创业概率更低，平均而言，有城镇

户籍的个人的创业概率，比非城镇户籍个人的创

业概率低 8.3—8.6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中国劳动

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有关，因为，城镇户籍有助

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 〔21〕

收入增长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

个人的收入每增长 1%，其创业概率便会提高约

0.06 个百分点。社会网络显著地提高了个人的创
业概率，平均而言，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每增长

1%，其创业概率便会提高约 0.02 个百分点。
在城市特征变量中，金融发展变量的边际概

率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显著地降低了个

人的创业概率。这个结果与理论预期相悖，但也
能够被合理地解释。因为，主要由国有银行垄断
的中国金融部门在总体上效率偏低，国有银行在

注：同表 2。

表 4 城市规模对创业的影响：按创业类型的分类估计

人口规模

就业规模

男性

年龄

年龄平方

中共党员

教育

城镇户籍

收入

金融发展

失业率

年份哑变量

Wald 检验 P值

观测值

（1）

0.0250**

（0.0126）

0.0019

（0.0085）

0.0303***

（0.0029）

-0.0004***

（0.0000）

-0.1300***

（0.0094）

-0.0151***

（0.0016）

-0.0870***

（0.0119）

0.0456***

（0.0070）

-0.0332***

（0.0063）

0.0028

（0.0031）

控制

0.36

12493

（2）

0.0332**

（0.0160）

0.0017

（0.0085）

0.0306***

（0.0029）

-0.0004***

（0.0000）

-0.1274***

（0.0092）

-0.0147***

（0.0016）

-0.0905***

（0.0116）

0.0464***

（0.0070）

-0.0509***

（0.0104）

0.0036

（0.0033）

控制

0.70

12364

（3）

0.0009

（0.0008）

0.0052**

（0.0022）

0.0012**

（0.0005）

-0.00002**

（0.0000）

-0.0010

（0.0013）

-0.0003*

（0.0002）

0.0020

（0.0013）

0.0108

（0.0015）

0.0001

（0.0005）

0.0005**

（0.0002）

控制

0.05

12493

（4）

0.0013

（0.0012）

0.0052**

（0.0022）

0.0012**

（0.0005）

-0.00002**

（0.0000）

-0.0010

（0.0014）

-0.0003**

（0.0002）

0.0022*

（0.0013）

0.0110

（0.0016）

-0.0006

（0.0010）

0.0005**

（0.0002）

控制

0.07

12364

“自我雇佣”型创业 “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

选择先受雇于其他企业，以积累足够的创业知识和资源，在条件成熟之后才会自主创业。同时，那些年龄较大的人，囿于精
力衰退或家庭因素，他们频繁变换工作或自主创业的可能性也较低。

① 一般指公务员、国企编制内员工或国家管理阶层等代表国家权力或依靠国有资产获得收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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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查找到各地级市下属各区县在 1953年的人口数，并加总得
到各地级市在 1953年的历史人口数据。

② 本文将雇员规模数等于或少于 7人的创业活动视为“自我雇佣”型创业，将雇员规模数等于或大于 8人的视为“寻
求商业机会”型创业。

信贷配置过程中存在非常明显的歧视中小企业的

问题，进而使得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不能够有效

放松潜在企业家面临的融资约束。 〔22〕 失业率对

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方向符合理论预期，但却未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失业率可能并不会

显著地影响个人的创业概率。
（二）内生性讨论

在回归方程（1） 中，城市规模变量很可能是

内生的。一方面，创业活动可能促进城市的就业
增长，进而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逆向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中，也可能遗漏

了某些同时影响个人的创业概率和城市规模的变

量 （例如各地级市的户籍制度）。若事实的确如
此，那么，表 2报告的 Probit 估计结果就会是有偏

且非一致的。鉴于此，本文接下来以各地级市
1953 年的人口规模之自然对数 （population1953）

作为各期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并使用工具变量

方法估计回归方程（1），以修正方程估计中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各地级市 1953 年的人口规模
数据摘自《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①
本文之所以把 1953 年的人口规模作为各期城

市规模的工具变量，是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
一是，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变遵循平行增长（parallel

growth） 的模式，不同规模城市的增长速度在

1949—2008 年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城市的规模
并未呈现出发散或收敛特征。 〔23〕 因此，历史上

的城市规模对当前城市规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是，除去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因素之外，各
城市在 1953 年的人口规模也可能受到建国初国家

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国防性移民、建设
性移民政策），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长足

发展，那些在建国初可能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计

划经济政策已几乎不可能延续到现在。因此，对
于回归方程（1） 而言，1953 年的人口规模是一个

外生变量。三是，1953 年的人口规模可能并不会
直接地影响当前个人的创业概率，因为，当我们

把城市规模变量和 1953 年的人口规模同时纳入回

归方程之后，城市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为正，但 1953 年的人口规模变量却是不显著的。
表 3 中报告了对回归方程（1） 的 IV Probit 估

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1953 年的人口
规模变量对各期城市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

并且，第一阶段回归的 F统计量远远超过了 10 的

门槛值，意味着 1953 年的人口规模并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
模变量的边际概率系数在各列中均为正，且都通

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规模扩大显著地

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城市的人口

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0.027—0.04 个百分点；城市的就业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0.036—0.06 个百分
点。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在工
具变量方法估计中之所以上升了，可能与回归方

程（1） 中遗漏了各地级市的户籍制度变量有关。
因为，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限制了城市

规模的扩大，而且，也影响了个人从事创业活动

的激励。因此，当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消除了城市
规模变量的内生性之后，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

业概率的影响上升了。
（三）按创业类型的分类估计

理论上，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动机可能是为

了捕捉商业机会和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但个体

也可能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享有理想的受雇机

会，其为了实现“自我雇佣”型就业而被迫从事
创业活动。 〔24〕 CGSS 调查中并未包含个人创业目

的的信息，但却含有创业活动所雇佣的雇员规模

的相关信息。本文按照个体在创业活动中所雇佣
的雇员规模数，将创业活动划分为了“自我雇佣”
型创业和“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②，并分别估计
了城市规模扩大对这两类创业活动的影响差异。
之所以将雇员数较少的创业活动归为“自我雇佣”
型创业，主要原因是从事“自我雇佣”型创业活
动的个体一般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享有理想受雇

机会的个体，意味着他们在创业活动中往往也缺

乏相应的资源雇佣更多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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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953 年人口规模作为各期城市规模的工

具变量，表 4 中报告了对回归方程的 IV Probit 估

计结果。结果显示，城市规模扩大显著地提高了
“自我雇佣”型创业活动的概率，平均而言，城市
的人口规模每增长 1%，个人从事“自我雇佣”型
创业活动的概率将会提高 0.025 个百分点左右；城

市的就业规模每增长 1%，个人从事“自我雇佣”
型创业活动的概率将会提高 0.0332 个百分点左右。
但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从事“寻求商业机会”型
创业活动概率的正向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解释是，“自我雇佣”型的小规模创业活动
对创业知识、信息、中间投入品和技能劳动力等
的要求相对更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要求更

容易被满足。与此相对应的是，“寻求商业机会”
型创业活动对这些要素的要求则相对更高。因而，
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从事“自我雇佣”型创业活
动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
活动的促进效应。另外，若考虑到那些在劳动力
市场上缺少理想受雇机会、进而被迫从事以实现
就业为目的创业活动的个人，他们从事的创业活

动主要是“自我雇佣”型创业，那么，上述发现还
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促进各劳动力

群体平等地享有就业机会，并因此促进社会公平。
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对个人从事“自我雇佣”

型创业活动的影响，与表 2 和表 3 中的回归结果

是一致的，但对个人从事“寻求商业机会”型创
业活动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其中，有城镇户籍的
个人有更高的从事“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活动
的概率。平均而言，有城镇户籍的个人从事“寻

求商业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比非城镇户籍个
人高 0.2 个百分点左右。主要原因可能是，与非城
镇户籍的个人相比，有城镇户籍的个人拥有更多

从事“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活动所需的资源和
信息，因此，其从事“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活
动的概率更高。失业率显著地提高了个人从事
“寻求商业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平均而言，
城市登记失业率每上升 1%，个人从事“寻求商业
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将会提高 0.05 个百分点
左右。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失业人口相当于一个
劳动力蓄水池，因此，失业率上升也相应地意味

着个人从事需要更多雇员的创业活动时，能更容

易地招聘到技能匹配的雇员。
（四）异质性检验

之前的回归，只是捕捉到了个人创业概率对

城市规模扩大的平均响应。但是在理论上，城市
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

性。因为，个人从城市规模扩大中获得的收益，
可能随着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鉴于此，我们将样本进一步细分为
“低教育组”和“高教育组”，以及“低社会网络
组”和“高社会网络”组等子样本，以此检验城
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

性。其中，“低教育组”和“高教育组”的划分是
以个人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为依据，若个人

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等于和少于 9 年，我们

便将其归为“低教育组”；若高于 9 年，则归为
“高教育组”。“低社会网络组”和“高社会网络组”
的划分则是以社会网络变量赋值的中位数为依据，

表 5 城市规模对创业的影响：异质性检验

（1）

0.019

（0.018）

控制

控制

控制

6593

人口规模

就业规模

个体特征

城市特征

年份哑变量

观测值

（2）

0.025

（0.022）

控制

控制

控制

6512

注：同表 2。

（3）

0.030***

（0.011）

控制

控制

控制

5905

（4）

0.042***

（0.014）

控制

控制

控制

5856

（5）

0.028

（0.018）

控制

控制

控制

2786

（6）

0.042

（0.026）

控制

控制

控制

2778

（7）

0.053**

（0.022）

控制

控制

控制

3020

（8）

0.079**

（0.034）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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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教育年数分组 以社会网络分组

低教育组 低社会网络组高教育组 高社会网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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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的低于中位数（3.1354） 的

个人，我们将其归为“低社会网络组”，高于中位
数的个人则归为“高社会网络组”。
使用 1953 年人口规模作为各期城市规模的工

具变量，表 5 中报告了各分组样本的 IV Probit 估

计结果。第 1—4 列是以受教育年数分组样本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城市规模扩大对“低教育组”
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却显著地提高了

“高教育组”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城市的人口
规模和就业规模每增长 1%，“高教育组”的创业概
率将分别提高 0.03 和 0.042 个百分点左右。主要
原因是，教育提高了个人的知识吸收能力，而有

更高知识吸收能力的个人，能够从城市规模扩大

的知识溢出效应中获取更多的有助于创业的收益，

包括创业技能、识别创业机会以及捕捉创业机会
的能力。
第 5—8 列是以社会网络分组样本的回归结

果。结果也正如预期的那样，城市规模扩大对
“低社会网络组”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却
显著地提高了“高社会网络组”的创业概率。平
均而言，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就业规模每增长 1%，

“高社会网络组”的创业概率将分别提高 0.053 和
0.079 个百分点左右。因为，社会网络具有重要的
信息收集和资源获取功能，有助于潜在企业家识

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和与创业相关
的隐性知识。因此不难理解，那些拥有更多社会
网络的个人，也相应地能够从城市化的集聚经济

中获得更多有助于创业的相关收益。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使用 4 期 CGSS 调查及与之匹配的地级市

数据，评估了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

响及其异质性。工具变量估计显示，城市规模扩
大显著地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城

市的人口规模每增长 1%，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

高 0.027—0.04 个百分点；就业规模每增长 1%，
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0.036—0.06 个百分点。
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提高了个人从事雇员

规模较小的“自我雇佣”型创业活动的概率，但
并不会显著影响个人从事雇员规模较大的“寻求
商业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这意味着城市规
模扩大还可能有助于劳动力平等地享有就业机会，

促进社会公平。此外，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创业
概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总的来说，城市规模扩
大对“低教育组”和“低社会网络组”创业概率
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却显著提高了“高教育组”
和“高社会网络组”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受过
更多教育和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个人，能够从城

市规模的扩大中获得更多有助于创业的收益。
对于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的中国而言，

受城市规模过大造成的过度拥挤效应，以及对城

市集聚经济收益的理解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

一直存在着以户籍制度为首的限制城市规模扩张

的政策。但本文的研究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显
著地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促进了企业家精神

的繁荣，因此，中国经济能够从大城市的发展中

获得更多的收益。鉴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仅创
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增加了就业，而且促进

了“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型经济增长，因此，中
国经济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可能需要重视城市规模扩大所创造的集聚经济的

收益，取缔人为限制城市规模扩张的干预性政策。
其中，重点是加快推进造成人口城乡和区域分割

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取缔各种建立在现有户籍制

度基础之上的歧视外来人口的就业、教育、医疗
和社会保障政策，促进人口的自由迁徙。
诚然，当前中国的一些大城市 （特别是特大

型城市） 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日益
严峻，但这不应成为限制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理

由。因为，城市规模扩大的拥挤效应并非单单由
人口规模决定，且与城市管理部门的城市规划和

城市管理能力息息相关。在城市管理部门完善城
市规划和提高城市管理能力的条件下，城市的拥

挤效应也可能会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得到有效的

缓解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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